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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A Review of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f Efficacy of Urban Green Spa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简萍  林广思 *

JIAN Ping, LIN Guangsi*

摘要：环境教育是城市绿地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管理手段，其效果评价是提高环境教育管理水平的有效

方式，探索其研究使用方法，对理解城市绿地环境教育作用机制、得出更加可信的评价结论、提出更加可靠的措施

改善依据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对近年来国内外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中使用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梳

理，将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的发展历程分为 3 个阶段，并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发现实际研究中的使用评价方法

呈现出综合化、体系化的趋势，其所得结论的信度和效度相比过去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近年来

出现的 2 种新的实用性方法技术体系：一种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环境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另一种是通过引入

结构方程探索环境教育中的各要素与整体环境教育效果的相关关系，以得出对城市公园环境教育效果的评价结论。

利用这 2 种方法的研究都证明了目标清晰的环境教育措施对城市绿地中的受教育者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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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urban green space management to promot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evaluation of its efficac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EE. Exploring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green space EE mechanism, reach more credible evaluation findings, and put forward basis for more 

reliable measur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studies of EE efficacy of urban green 

space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 the document research method. It separat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E 

efficacy evaluation methods into three stage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sums up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valuation methods in practical research have shown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conclusions have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rom the pas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new practical method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one i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E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oth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EE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The studies that apply the two methods have proved tha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easures 

with clear targets could indeed le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ducatees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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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环境教育是随着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人们

不断思考人与自然如何实现和谐相处而产生。

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的名称在

1972 年于“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正式确定，

人们从此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环境教育理

论与实践。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内外的各

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度假区等区

域开始逐渐引入环境教育以作为游客管理的一

项重要措施 [1]。如今，城市环境中的各类城市

绿地，如各类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森林公

园、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园以及水源保护

区等，是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 [2]。

在环境教育实施的过程当中，环境教

育者利用各种传播媒介等将环境教育相关内

容传输给处于各类环境教育载体中的受教育

者，达到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行为、情感以

及伦理观念上产生积极改变的目的，以达成

环境教育的目标，而环境教育目标的实现情

况，即环境教育效果。因此，环境教育效果

评价能够确定环境教育措施有效性，从而提

出相应的改进建议。随着环境教育逐渐受到

重视，环境教育效果评估成了促进城市绿地

中环境教育水平提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外相关领域

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一

种是针对具有特定主题的环境教育项目进行

的评估，例如对美国荒野游憩地中推行的“不

留痕迹”（Leave No Trace，简称 LNT）环境

教育项目的评估，其目的是评价该项目减少

荒野游憩地中游客活动负面影响的效用 [1]。第

二种是针对特定区域特定形式的环境教育进

行的评估，例如对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等进行的环境解说评估，以探索环境解说的

有效性，其目的是论证提高相关投入的必要

性并提供可靠依据 [3]。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环境教育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时对环境教育的评估

已不限于针对某一特定项目或形式，而是上

升到对保护区整体环境教育的综合评估 [4]。进

入 21 世纪，环境教育逐渐成为改变城市中人

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重要媒介，并开始影响城

市绿地规划设计 [5]。在此过程中，环境教育评

估方法的改进为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支持。

笔者总结，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是研究者基

于环境教育的特定目标选定研究范围以及研究

对象，确定相应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实验，并

通过收集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而得出评价结果的

一个过程。在诸多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中，

由于研究者在选择指导理论、研究区域、对象、

方法时存在差异 [1, 6]，因此得出评价结论较为

多样化，且往往是零散的，甚至出现过对同样

的研究对象会得出相反结论的情况 [7-8]。同时，

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实证

研究的形式，因此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普适

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环

境教育效果评估的结论对于提升公园管理水平

以及提高其环境教育措施水平的指导性有限；

因此单纯从前人的研究结论中出发探索城市绿

地环境教育措施的效果，对于探明环境教育各

要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帮助不大 [9]。

评估性研究的特点在于其需要对评价过

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措施的有效性、效率以及充

分性进行判断并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与技术进

行评价 [3]，基于此环境教育评估才能为环境教

育在城市绿地中的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支持，

所以研究评价方法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探索

不同的研究者在环境教育效果评估过程中使用

的方法及其实施的原则、步骤以及结论，对于

理解环境教育在城市绿地中的发展历程，以及

环境教育发挥作用的过程机制会有更加清晰的

认识；对于相关评估研究发展以及环境教育措

施的合理改进更具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0]。

国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对环境教

育评估方法的探索和总结 [3]，而中国由于环

境教育的引入和应用时间较晚，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环境教育理论、方法、技术等领域，

对于环境教育效果评价以及评价方法的研究

则属于空白状态 [11]，因此，对于环境教育效

果的评价及其方法的研究可能是一种新方向。

2  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

研究
2.1  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概述

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的发展是基于环

境教育及其效果评价在该领域不断受到重视

和关注而开始并逐步成熟的，其发展过程可

以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2.1.1 第一阶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早期的项目评

价是基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如教育、公共

卫生等领域的管理决策优化的需求而产生的，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环境

解说作为一种社会性服务，其决策优化也能

通过评价来解决，因此对环境教育的评价研

究开始发展起来 [3]。此时的环境教育属于国

外城市绿地中游客管理的重要手段，效果评

估则是一种优化游客管理决策的方法 [12]，评

价方法参考管理学理论，以追求管理效益为

目标采取了大量定量研究的方法 [3]。评估的

主要区域为荒野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地等生态旅游区，主要对象是公园中有组织

的环境教育项目，例如在美国荒野游憩地中

推行的 LNT 环境教育项目 [1]，公园中的环境

教育管理手段 [12]，以及一些环境解说项目 [3]，

评价的目标群体为公园中的游客 [1]。在此评

价过程中，游客行为的改变成为环境教育是

否有效的主要指标 [1,12]。这个研究阶段中，沃

加·艾伦（Wagar Alan）总结了 12 种环境教

育效果评价方法及其优缺点：包括直接对行

为进行测量、观察游客的反馈、计算游客游

览和观察的时间、问卷调查、游客自测、延

时摄影等。凯里欧德（R. Callecod）等根据其

对环境解说的研究回顾了几种常用的评价方

法，例如邮件问卷调查或者直接采访等 [3]。

在此阶段，研究者们采取了数量众多、类型

丰富的环境教育评价方法完成评价研究，所

得评价结论也众说纷纭，对环境教育措施改

进指导意义有限 [7]。在此背景下，环境教育

评价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基于效率及成本的

需求，其评价方法需要被进一步的筛选 [3]。

同时有研究者指出，以行为的改变作为

环境教育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值得商榷。在

环境教育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某些措施可能

仅仅导致游客某些环境态度的变化而并非直

接导致行为的变化。以行为改变为主要评价

指标可能导致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结果出现偏

差 [12]。这对于以后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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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有重要意义。

2.1.2 第二阶段

随着环境教育在城市绿地中的发展，环

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结论愈加丰富的同时存

在互相矛盾的问题，因此其有效性问题逐渐

受到关注。同时环境教育评价范围逐渐扩展

到动植物园等城市公园中 [13]，且环境教育评

价对象的形式也逐渐扩展，例如公园中一些

服务于学生的环境教育项目，以及针对公园

总体管理的综合性环境教育整治措施 [14]。效

果评价的目标群体扩展到游客 [15]、学生 [16]、

周边居民 [12]、环境教育教师 [17]、环境教育相

关工作人员 [14] 等。效果评价的指标行为发展

到行为、态度、意识、伦理等，且根据不同

研究者需要选取的指标会有所不同 [18]。

基于范围与群体的复杂性，过去多样化的

评价方法可能不再适用，因此从 20 世纪 80 年

代至 21 世纪初，研究者对已有的环境教育评

价方法进行筛选以提高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19-20]。

基于上述背景，汉姆（Sam H. Ham）提出了选

择评价方法的标准是“精确”和“成本”[19]。

罗根巴克（J.  Roggenbuck）等根据 7 个标准评

估对环境解说的评价方法提出了全面的评价，

包括反馈速度、成本、游客的负担、员工的

负担、抵抗的阻力、整体实用性、总体限制

等。此外，他们还对沃加·艾伦提到的环境

教育评价方法的成本和精确性进行了评价发

现观察法、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更加准确，

有效性更强，但成本较高 [20]。这些方法被广

泛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环境教

育效果评价研究中去 [7,10,20-21]，同时评价过程中

开始采用假设检验、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对比、

干预前后的对比等实验方法 [10]。

同时有学者对在评价研究中使用单一方

法进行评估的做法产生了质疑，并提出引入定

性方法有助于提高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结论的

有效性，例如莫夫特（C. Morfoot）在其评估

研究中提出，上文中的评价方法虽有用，但科

学有效性有限，可考虑将单一标准的措施替

换为多种措施，利用多重方法进行测量 [3]。厄

内斯特（Ernest R. House）也认为纯粹的定量

研究无法完成对社会学科领域的评价研究 [22]，

因此环境教育评估研究中开始综合引用定性、

定量多种方法进行评估，这类评估研究被应

用于国外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动植

物园等区域的环境教育评价 [23]。

2.1.3 第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

凸显，环境教育被应用到教育、生态旅游、

风景园林等多个领域 [24]，国内外城市绿地中

的环境教育保留游客管理功能的同时，也开

始逐渐拥有丰富游客体验、提升游客环保意

识的重要功能 [5]。环境教育形式愈加丰富，

且环境教育效果评估的范围与对象也随之扩

展。基于环境教育内容、措施以及目标的复

杂性以及环境教育本身的跨学科属性 [5]，关

于环境教育评价的新思考随之而来。一些学

者提出虽然我们认识到环境教育的积极效

果，但对于其中的评价作用机制（即如何产

生作用和为何会产生作用）的了解却比较有

限 [12]。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应该应用理论框架

支持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例如安纳莉丝

（Annelise Carleton-Hug）在 2010 年的研究

评述中指出，过去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

中只有极少数是基于评价框架设计的，研究

者在进行评估之前应明确指出支持评价的整

体框架 [9]。同时，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对

于评价方法的可信度及有效性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环境教育评价的基础理论也开始受

到关注 [10]。

在此背景下，环境教育评价方法出现了

2 个新的研究方向。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对环境

教育理论进行解构，选取对研究目标公园环

境教育效果有着重要影响的变量因子如环境

态度、环保行为、环境知识、以及游憩体验等。

基于这些要素设计问卷并收集数据，通过构

建结构方程分析并讨论上述环境教育要素之

间的关系 [25-27]，及其对公园环境教育效果的影

响力，以确定哪些要素环境教育效果能产生

正向影响 [28-30]。

另一方面是通过建立评价框架对环境教

育的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表现为 2 个方面，一

类是建立针对城市绿地环境教育全过程的整

体性综合评价框架，包括针对城市绿地中环

境教育项目资源占用的情况评价（Utilization-

Focused Evaluation）、项目工作人员对项目

执行情况的评价（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环境教育项目消费者满意度评价（Consumer-

based Evaluation）以及评价理论创新性评价

（Theory-Based Evaluation）[17,31]。另一类即通

过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选取环境教育效果的

评价指标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评价指标

体系，并对环境教育产生的效果进行更加精

细化的评价分析 [32-33]，这类研究以计划行为理

论、传播劝说理论等为基础理论，首先基于

特定城市绿地的环境教育特性建立一套科学

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再利用这套指标测定

该类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措施的效用 [4,11,33-34]。在

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保证评价

的有效性与可信度方面经历了逐渐发展成熟

的过程 [4,17,32,35]。此类建立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

标体系的方法因其较强的操作性和评价结果

较高的有效性与可行度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绿

地环境教育发生的各种领域 [11,34]，成为现有环

境教育效果评价的一种新的趋势。

2.2  常用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法—从定

量法到混合法

问卷调查是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目的

是以数据形式了解游客在公园中的受教育情

况。是在环境教育效果评估中最早使用且最

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实验设计上，大多采用

了干预前和干预后对比 [18] 、设置实验组和对

照组进行对比以及假设检验 [13] 等方法。问卷

主要调查游客对于该地区环境教育措施的感

知以及在接受环境教育后在知识、态度、行

为 3 方面的转变情况 [13]。在问卷问题的设计

中使用了李克特量表法。这种研究方法能够

发现游客在接受环境教育之后在上述 3 方面

是否产生了变化，变化的量是多少。但是得

出的评价结果无法解释一些过程性和细节性

的问题。

但是厄内斯特曾提出质疑并指出：在评

估过程中，一些难以量化的要素往往是无法

通过定量的手段测量的，而这些要素则会对

整个项目的有效性有着巨大的影响 [22]。因此

单纯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评

估研究的需要，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开

始被引入到环境教育效果的研究中来。

城市绿地环境教育效果评估中的混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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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合了定量和定性 2 种方法的研究，包括

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是在

该领域大量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之后产生的。

加入定性研究的方法能够弥补定量研究中出

现的假设不足，并且解释定量研究无法解决

的问题 [36]。问卷调查用于测量游客在接受环

境教育之后知识、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转变，

而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是为了了解受教育者在

此过程中自我认知和情感上的变化，其目的

是辅助解释问卷获取的信息并对问卷的结果

进行分类 [23]，使得最终得出的数据结果更具

说服力。

综上所述，早期的定量方法的使用主要

集中于对国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环境

解说的评价，评价方法多样但结论的有效性

有限。而定量与定性混合评价方法则广泛应

用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各种类

型的城市绿地中，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动植物园等。评价方法通过提炼趋于成

熟，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在评价结论有效性

上相较于前一个阶段有明显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上述研究在环境教育

作为城市绿地游客管理手段的背景下，肯定

了环境教育措施对于城市绿地管理的正向影

响，与当时的环境教育评估有着较好的适应

性，但是无法说明具体哪些措施产生了哪些

效果。随着环境教育的发展及其目的的变化，

环境教育效果评估对评估方法提出了更多的

要求。

2.3  环境教育评价方法技术体系—引入

结构方程、构建环境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2.3.1 引入结构方程进行环境教育效果评价

运用上述方法进行的评价研究虽然证明

了在城市绿地中实施环境教育的效用，但没有

说明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研究的结果也

无法厘清环境教育理论的各种要素具体存在

怎样的关系。在环境教育效果评价中引入结

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

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是多元数

据分析的重要工具 [37]，将其运用到环境教育

效果评价中能够阐释在环境教育发生的过程

中具体的措施会产生哪些影响。

具体研究上，中国学者中，如台湾学者

何凤月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湿地生态

保育中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3 方面

的相互关系 [28]，李宗隆等通过构建结构方程

探讨了琉球岛中游客游憩体验与环境行为之

间的关系 [38]。黄常州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

自然保护区为案例，构建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

果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提出生态旅游环境教

育效果影响因素研究假设，并通过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验证 [30]。张宏等基于生态旅游动机、

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

果的 4 个结构变量，以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盐

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

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分析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教育

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29]。国外学者中，纳云·希

尔（Namyun Kil）以佛罗里达国家公园（Florida 

National Scenic Trail）为例，利用结构方程探

讨了环境态度、游憩态度以及环境行为之间

的关系 [27]。总结以上的研究，研究步骤如图 1

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过程中不同学者

是基于其对已有环境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而

进行的研究，因此提出的研究假设以及所确

定的环境教育基本变量因子是不同的 [28-29]。

上述研究中提出的研究假设的基本维度

下，还指定了细分的观测变量，这些变量是

用来衡量研究地环境教育各方面措施和内容

的基本要素。比如在张宏的研究中，生态旅

游动机的维度下还包含了“x1 来保护区度假

游玩；x2 观赏保护区自然生态美；x3 对保护

区保护对象感兴趣；x4 了解保护区生态系统

知识……x10 为了与家人或朋友度过有意义的

一天”等 10 个观测变量 。这些观测变量是设

计问卷时的内容基础。问卷问题的设计常采

用李克特量表法。在数据收集完成之后，将

数据导入AMOS结构方程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并得出所分析的环境教育模型中主要变量之

间的关系。

这类研究方法能够说明在环境教育评价

过程中所采用的环境教育理论中几个主要变

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反映了环境教育理论

各要素是如何在实际环境教育活动中产生效

用，数据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能够保证其精确

性，对于环境教育措施的改善有着更加明确

的指导意义。例如张宏的研究表明生态旅游

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

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29]。黄常州的研究

表明在影响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 4 个因

素中，教育方式、保障体系对教育效果并不

是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教育设施和教育内

容这 2 个潜变量产生间接作用 [30]。在环境教

育作为城市绿地中重要管理手段以及提升游

客体验重要手段的背景下，这些结论为城市

绿地中环境教育措施改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类研究方法在自然保护区等类型的城市绿

地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有较为成熟的研

究流程及可操作的方法指导，可以考虑拓展

其评价范围，拓展到其他类型绿地如公园绿

地等区域。

2.3.2 构建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近年

来应用较广泛的技术方法体系，中国的研究

中，构建环境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探

索环境教育对于城市绿地中受教育者在知识、

态度、行为上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例如李文

明等通过专家咨询法构建了生态旅游环境教

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11]。在李文

明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已有的环境教育

效果评价研究 [33,34,39]，笔者对环境教育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并进行实证研究的步骤总结如图 2

所示。

而国外的研究中，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城市绿地中环

境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以降低对城市绿地使

用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乌梅苏雷达（Jaume 

Sureda）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西班牙巴利阿里

群岛（Balearic Islands）的自然保护区中的环

境教育、解说和交流活动进行了评价 [4]；胡安

妮塔（Juanita Zorrilla-Pujana）基于全球环境基

金（GEF）使用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并以此为依据，通过问卷调查、采访、目标

分类等过程建立了国家公园中的环境教育评

价指标体系 [32]。笔者综合以上 2 类研究，总

结出的环境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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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

对比国内外的研究笔者发现，国外的环

境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是将环境教

育视作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手段，并这套指标体

系融入了该保护区的环境教育管理策略当中。

指标构建的指导原则来源于对环境教育员工

和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指标的

选取根据保护区的管理目标进行分类，以此

作为保护区环境教育的评估依据。相比之下，

国内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的

目的是测量在城市绿地中的游客受到环境教

育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其指标的选取与体

系的构建则是基于环境教育的基本内容与基

础理论—如知识、行为、态度、理论等等。

可以看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不同

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目的。

此类研究将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建立在指

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之上，通过逐个测定研究对

象在这些指标上的完成度来评价该地区的环

境教育的效果。已有的研究将指标体系的选

取和建立构筑在环境教育相关理论基础之上，

并通过各种方法确定对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

指标，为其赋予权重。然后将这些指标设计

到调查问卷中进行调查和数据收集。在此基

础上利用统计软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检

验并得出结论。

为了保证指标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中指标

的筛选逐渐严密成熟，早期的学者直接通过采

访环境教育工作人员及利益相关者 [17] 或者文

献研究法 [35] 获取，随着环境教育发展对评价

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提高，学者们开始使用更加

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指标筛选，例如胡安妮塔

基于全球环境基金（GEF）使用的关于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指标来选取指标，指标选择标准为

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

可实现的（achievable）、相关的（relevant）和

有时间限制的（time-bounded）[32]，而李文明

等则在选取指标时使用了专家咨询法以及问卷

调查法 [11, 33-34] 并利用统计软件对所选的指标进

行检验以保证其信度和效度。

建立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点

是为各个指标赋予权重，能够清晰地分析出

哪些环境教育要素在环境教育措施中是有效

的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综上所述，

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方法

的产生与构建结构方程进行评价的原因相似，

将环境教育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系统的考

量环境教育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但前者主

要强调考察不同要素对于评价结论的影响程

度，而后者主要考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系。此类方法已经在城市绿地中的自然保

护区、郊野公园乃至于公园绿地中有了较多

的研究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且可操作

实施的实验方法，且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

标场地的特质以及自身研究目的的差异调整

指标的选取以及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推

广适应性，这对于其他更多类型的城市绿地

中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在应

用这类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对于指标体

系信度与效度的检验，只有通过检验的指标

体系才拥有评价的价值。

3  结语
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的方法随着环境

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定量法到定性定量结合

的混合法，从单纯的问卷调查发展到构建环

境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结构方程进行

分析，逐渐体现出结构化、系统化的趋势。

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

及运用结构方程探索环境教育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能帮助我们认识理解环境教育的各个要

素的内涵与外延及其重要性，以及这些要素

对于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力。定性定量混合

方法的使用、严谨的实验过程设计以及统计

软件使用促进了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的过

程和结论信度与效度的提高。城市绿地的环

境教育效果评估研究在方法的科学性和评价

结果的精确度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评估

的范围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扩展，促进环境

教育效果评价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

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教育效果的实现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而已有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

法大部分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测量出的

环境教育效果代表性有待加强，因此在环境

教育效果评价方法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地扩

大研究的时间范围，得出的研究所得结论对

于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才更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① 这 10 个观测变量分别是“x1 来保护区度假游玩；x2 观
赏保护区自然生态美；x3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感兴趣；x4 了
解保护区生态系统知识；x5 通过保护区户外活动来锻炼身
体；x6 参与社区、学校或公司提供的生态教育活动；x7 对
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x8 学习湿地生态保护技能，参与湿
地生态保护活动；x9 对孩子进行生态环境教育；x10 为了与

1 引入结构方程进行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的研究流程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introducing structural equation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环境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假说构建及实证研究流程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ypothe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ocess

3 环境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过程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process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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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或朋友度过有意义的一天”。
② 文中图 1~3 均由作者参考相关文献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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